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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意识与地方政治：政治区域化 

场景下的边疆治理 

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云南为中心 

段金 生 

以地方意识和地方政治为表现 内容的政治区域化景象是民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南京国民政府 

建立后，虽然试图重塑在边疆地区的中央权威，但举步维艰，中央权威在边疆地区多受阻滞，云 

南在其中颇具代表性。在政治区域化场景下，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形成了复杂的博弈 

关系，一方面地方实力派表现了对中央权威的认同，但另一方面对中央权威有一种防范、抵触心 

理。这既是中央权威失据的表现，也与地方实力派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观念有关。在此场景下，云 

南地方实力派对边疆的具体治理，呈现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形态，一定程度上是民国边疆问题的 

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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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金生，1981年生，云南民族大学入文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博士后流动站驻 

站研究人员。联系地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邮编650031。 

中央与地方 ，是一个国家政治架构中必然存在的两端，双方的复杂、多样化关系是影 

响一国社会政治发展趋向的重要因素。传统中国强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政治意识，并认为 “圣人法乾坤以作，因卑高以垂教，设官分职，锡 

琏胙土。由近以制远，自中以统外”，① 表现出由中央而及地方的治理思维。同时，古人也 

认识到 “繇乱而之治，则州域奠定，而形势操于一人。繇治而之乱，则州域纷更 ，而形势 

散于天下。盖有都会焉，有藩服焉，有疆索焉，此州域也”，“时代之因革，视乎州域；州 

域之乘除，关乎形势”，② 隐含有社会政治形势变革过程会影响中央与地方间关系的思维。 

受思维观念、自然环境、王朝实力诸多因素之影响，历史上中央与边疆地方之关系尤为 

复杂。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 目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军阀关系研究》(项 目批准号： 

2012M510695)与云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 目 《南京国民政府对云南的治理研究》 (项 目批准号： 

YB2012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修改过程中，承蒙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张永帅博士、香港中 

文大学历史系李林博士、五邑大学刘进教授及审稿专家惠赐意见，谨致衷心谢意。 

① 《隋书》卷26《百官志上》。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历代州域形势纪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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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初叶，“清帝忽然遇到从未见过的西方侵略”，“敌人从海道而来”，“从前对 

付边夷的方法不能来抵御新式和不测的海上杀伐与技术专精的民族”，中国传统的方式无法 

应付，“反屡蒙其害”。① 所谓 “新式的海上杀伐与技术专精的民族”，即是工业革命后向海 

外拓展殖民地的西方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在受西方民族国家侵略的同时，也受西方民族国家 

之影响，开始构建 自身民族国家的进程，然而，这一进程异常曲折。受国内外时局的影响， 

清末即出现了中央权威衰落、地方督抚势力坐大的政治景象，民国时期这一趋向的发展更为 

明显。由于传统权威失落，而新的权威又未能稳固建立，于是出现下述政治景象：“窥时局 

者，以前每日中心势力。中心势力何在，则时局之发展将由何方向。今则不然，中心势力久 

不存在，藉日有之，亦只能谓之一部分而已。而所谓中心可以左右时局，并测将来之趋向 

者，则在仇恨而不在势力”。② 此处 “仇恨”之语，系评论者借喻 “中心”对时局影响的暂 

时性。在此场景下，地方军政实力派遂相机崛起，地方主义颇为盛行，③ 并或欲独善其境， 

或欲联结图治，政治区域化之景象逐渐明晰。④ 其时，边疆地区的地方意识也明显增强，邻 

省间既相互图谋或戒备，但也试图联结组成势力集团以与其他势力抗衡。云南尤为明显，云 

南辛亥革命后的首任都督蔡锷督滇后很快离职，其后唐继尧能够继任，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 

地方意识盛行、“滇人治滇”适合省内外舆论之结果；唐继尧后来一度曾控制川、黔，在西 

南边疆形成了政治区域化的真实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虽然国民党试图构建稳固之中央 

权威于边疆地区，⑧ 但限于国民党内部因素与国内外复杂形势之影响，以地方意识和地方政 

治为特征的政治区域化景象并未完全消除。⑥ 诸多边疆省区之地方军政实力派，虽然名义上 

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但中央政府对地方之具体事务 ，尤难过问。云南在 “二六政变” 

后，龙云逐步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仍保持了较强的地方意识，对中央政府的防范心理甚 

严。时至 1945年昆明事变，南京国民政府仍未能实现对云南之彻底控制，云南的地方政治 

色彩并未消除，与中央之关系错综复杂。⑦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研 

① [美]别生：《近代中国边疆宰割史》，国际问题研究会1934年译印，第 3页。 

② 时评：《中心》，《申报》1925年5月25日。 

③ 关于民国地方主义的研究成果颇多，此处仅择要列举一二。例如王续添发表的系列研究论文 ： 

《地方主义与民国社会》，《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2期；《地方主义与民国社会 (续)》，《教学与研究》 

2000年第 3期；《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 5期；《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 

意识 (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6期。 

④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政治区域化的明显景象出现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北伐前夕 ，随着中央政 

权在直系及反直政治军事同盟之间交替，新的权力中心无法形成，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地方 自治思潮兴 

起，中国政治出现了明显区域化倾向。”杨天宏：《地方意识的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央 

与地方政治关系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 10期。 

⑤ 参见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及其影响因素》，《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 1期。 

⑥ 区域是相对于整体或全局而言，政治区域化是中央政治权威被分割的表现，系建立于地方主义基 

础之上。地方主义是建立在地方意识或地方政治认同基础上的一种团体思维 ，在中央权威失据的情况下， 

它或期图闭关 自治、割境自保，或期图合纵连横、抗衡其他势力。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的区域性军政实力 

派的存在，是地方主义的重要表现，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意识与地方政治的主要载体。 

⑦ 参见段金生、郭飞平：《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 

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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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颇多，① 但从政治区域化这一视角进行探讨的仍显薄弱。本文试以云南为例，对政治 

区域化场景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地方政府的边疆治理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复杂面相试作 

分析。 

一

、 “闭关 白守”与相互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 

国民政府中央关系之实态 

国民党力量早就试图控制云南，1926年在昆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 

就曾策划推翻唐继尧之统治：“联络本省比较开明的军事首领，分化唐继尧的武力”，“联络 

各地进步人士及迤南民军首领，扩大 ‘倒唐’势力。”② 同年，其时仍坚持联共、扶助工农 

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派遣农民运动特派员陈通新等人人滇工作，以 “对于云南民众， 

应极谋设法应付”，③ 实为计划领导云南农民进行倒唐活动。但是，唐继尧对云南之控制十 

分严密：云南 “政治封锁、交通不便，邮件及客商经安南河 口，必行检察。凡三民主义书 

籍，即认为赤化，严禁人口。因此，滇民对于世界潮流，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全不明 

了”。④ 受诸多因素之制约，国民党在云南的力量较为薄弱，在云南进行的思想宣传等活动， 

亦多仅具政治号召意义。但此时，北伐军发展迅猛，而唐继尧仍想坐收渔利，并企图扶持其 

弟唐继虞上台以建立兄终弟及的家族政治，导致唐氏势力未为国民党所伐倒，反为其下属实 

力人物发动 “二六政变”而推翻。 

1927年 “二六政变”后，龙云、胡若愚、张汝骥三强鼎立，云南政局处于微妙之脆弱 

平衡态势。最终，龙云利用对手战略运用失误，而自身善借民心，在其下属精诚团结之支持 

下，先后打败胡、张势力，统一了滇政，⑤ 开始了对云南长达 18年的统治。是时，南京国 

民政府并未统一全国，且高层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权力博弈，尚无过多余力顾及云南政局。 

出于自身利益得失之考量及对国民党改组后国共关系发展认识之差别，蒋介石系力量在 

南京另立国民政府 ，与原设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峙，并最终将武汉政府 “消化”，实现了 

名义上的统一。但是，“有名无实的统一之后，蒋介石虽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 

府——南京政府，但事实上不过是 占领东南几省的一个诸侯。他环顾当时的中国，自南至 

北，除他之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 

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⑥ 蒋介石在与武汉国民政府进行争斗的同时，利用其控制着国 

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优势，在政治上取合纵连横之策，获得了李宗仁、冯玉祥等力量的支 

持，故曾分别设立武汉、太原、广州、开封四个政治分会，以示对相关势力之笼络。然而， 

① 参见段金生：《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张若谷、李表东：《一九二六年 “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③ 中国国民党五部档案：6199，《云南农运特派员陈能新等致中央农民部呈》(1926年 11月23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 “国史馆”档案电子版。 

④ 中国国民党五部档案：6199，《云南农运特派员陈能新等致中央农民部呈》(1926年 11月23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 “国史馆”档案电子版。 

⑤ 参见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 (1927--1949)》，“国史馆”2000年版，第 

64—66页。 

⑥ 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 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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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上升与实力的不断增长，必欲消灭异己势力。蒋介石曾试图在 1928年召 

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取消各地政治分会，但未能实现；其后又望借编遣会议之机消解 

其他军事派别，独揽军权。① 此举 自然遭到李宗仁、冯玉祥等势力之反对，于是蒋桂战争、 

中原大战先后爆发。这时蒋介石急需地方势力之支持，云南是其中之一。 

龙云掌控云南后，曾在蒋介石与桂系之间徘徊。代表龙云去南京面谒蒋介石的周钟岳曾 

建议龙在蒋、桂之间采平衡策略：“吾滇处此，以国家大计论，则当拥蒋；以地方利害论， 

则当联桂。故弟意仍宜双方兼顾，不宜忽略。”此语正体现了此时龙云之两难处境。但经最 

后之利弊权衡 ，龙云最终选择支持蒋介石，从而开始了双方的长期复杂关系。② 

唐继尧被推翻后，新一代云南地方实力派仍希望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实行 “闭关 自 

守”之治。“二六政变”后，龙、胡、张主导成立了云南省省务委员会，将广州国民政府所 

定名单中的李伯东和王复生排斥在省务委员之外。而龙、胡诸人虽派出代表驻于广州，向广 

州国民政府争取军队番号和军事头衔，以为稳固自身地位增加筹码，但他们并不愿意接受国 

民政府之领导。倒唐后，胡、龙等人以云南省务委员会名义，发表了 《云南省政府大政方 

针宣言》，就内政、外交等方面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在与国民政府之关系上，强调他们只 

“始终与国民政府通力合作”。⑧ “合作”折射出此时云南地方各派势力希望双方各取所需， 

维持友好关系。虽然其时国民党尚未将北洋势力彻底革除，但其发展迅速，统一之势已现， 

云南地方实力派对此景象不可不见。而作此表态，实是沿袭唐继尧统治后期的 “闭关 自治” 

思路。④ 

龙云选择支持蒋介石，蒋介石此时也极需龙云之力量以牵制桂系，故蒋对龙多优示以 

加。龙云亦在蒋桂及中原大战中给蒋以支持，双方关系较好。不过，蒋介石之政治 目标在于 

消解其他包括边疆地方实力派在内的异己势力，构建统一之中央权威；而龙云等地方实力派 

虽然无力角逐中原政局，但希望维持对地方政局的牢固控制以保障其既有利益。双方政治目 

标相违，故虽然曾有合作，但无法从根本上消融二者政治利益上的巨大鸿沟。双方之合作， 

多系一种相互利用或利益的暂时妥协。龙云之子龙绳武曾精辟地总结龙、蒋关系：“老太爷 

和蒋先生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们两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爷认为蒋是一个已经形 

成气候的领导人物，所以支持他。”⑤ 纵观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云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 

石之关系，大致经历了观望中的 “模糊”、相对融洽、猜忌与防备、“斗而不破”到分道扬 

镳等五个阶段，⑥ 相互利用与防备是主流，双方从未有过真正之信任，并最终走向了不同的 

① 参见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册，第138—139页。 

② 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 (1927—1949)》，第93—95页。 

⑧ 谢本书、冯祖贻编：《西南军阀史》第2卷，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348—349页。 

④ 唐继尧统治云南时期，向外扩张的意识较强，曾先后出兵控制川、黔，成为西南军阀的领袖人物。 

然而，由于长期征战，内部不稳、矛盾尖锐，导致被其部属顾品珍逐出云南。虽然唐继尧后来重返云南掌 

握政局，但已无从前之威势，在1925年出兵广西失败后，看到暂时难有所为，就企图利用云南地处西南边 

陲、交通不便、其他势力一时无力顾及等条件，实行 “闭关自治”，试图在南北战争中渔利。 

⑤ 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 

87页。 

⑥ 参见段金生、郭飞平： 《民族 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 

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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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 

在上述复杂的政治形态下，虽然抗战后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军事、经济力量不断向云南渗 

透，并试图 “把他的一套政治班底搬进云南，以便驾驭省府”，① 但在复杂博弈的背后，云 

南地方实力派仍较牢固地控制着本省的行政大权，并掌握着较独立的军事力量。 

二、中央政制与地方规制并存：云南行政机构的双重化特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一代云南地方实力派较唐继尧时代更具内向性。② 唐继尧统治时 

期，缘 “护国护法诸役，皆发自云南，唐逆个人之虚誉 日有增进，养成彼辈虚而无实之 自 

大心，日以西南领袖东大陆主人 自居”，③ 不时进行对外扩张活动。但是，“云南之实力及 

地位又不足以争衡中原”，④ 加以此时中国政局发生极大改变，新一代云南地方实力派 “除 

偶尔对贵州窥视一眼外⋯⋯实在无心卷入外界事务”。⑤ 于是，新一代云南地方实力派更注 

重对本省控制权的掌握，一方面既表现出顺应国民政府中央要求或时代趋势而进行变革 ，但 

另一方面则根据本省现实或自身认知而 自行其是。 

在抗战之前，云南地方实力派对云南之治理，按照龙云所述，主要分三期施治。首先， 

统一行政、肃清盗匪，以稳定社会秩序：“当十八年 (1929)省府成立之初，值地方秩序破 

坏、金融紊乱、民生凋残，是以集中精力勘定变乱，肃清萑符，使行政纳于轨，而闾阎得以 

绥靖”。其次，恢复地方元气，为行政事业打定基础：“军事时期既过，为恢复地方元气计， 

则休养生息，循序渐进，凡百庶政于纷如乱丝中一一钩稽而董理之，金融制度趋于稳定，财 

政则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于以树立各种行政之始基”。再次，在上述基础上，推进各项具体 

事务工作：“权舆已具，于是合群策群力谋积极之建设。”此期之大政如下：1933年 12月云南 

省 《县政建设三年实施方案》公布实行，责成主管按课程功期，人尽其力，财尽其用，凡户 

籍、保甲、仓储、清丈、禁烟、警务、教育、卫生诸要政，及水利、造林、纺织、开矿等生产 

事业，视其缓急先后举办；修筑滇黔、滇缅公路干道、支道，“咸使督责，依限完成”。⑥ 对 

于纷乱的民国政局而言，设立稳定、有效的行政机构是政府管理之基本保障，政府施治是通过 

行政机构对具体的社会事务 (包括政治、经济、教育诸端)进行指导或管理。“行政机构为事 

① 参见 [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9)》，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3—14页。 

② 参见段金生、段红云：《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思想战线》2012年 

第 1期。 

③ 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2，《云南现状报告》(1927年2月2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 

藏 “国史馆”档案电子版。 

④ 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12902，《云南现状报告》(1927年2月2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 

藏 “国史馆”档案电子版。 

⑤ [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9)》，第4 

页。 

⑥ 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编 《总述 ·序》，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 1943 

年铅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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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推进之原动力，此原动力之健强与否，关系行政效率至巨”，① 故完善行政机构，保障其有 

效运行，实为边疆治理之关键，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边疆治理的基本面貌。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云南地方行政机构，大致形成了中央政制模式与地方创设机构 

并存的格局：既按照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相关法令，统一设置或改革相关政治或行政机构，又 

根据地方特色，设立或保留了一些具有边疆地方特色的行政机构。前者以省县制之实施为代 

表，后者则以殖边督办公署、对汛督办署以及土司制度的存在为主要体现。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对全国形式上的统治，虽然其有效整合能力较弱，各地方实力派对 

中央政令或有阳奉阴违，但鲜有公然违背中央政制之举。云南之政制，在 1927年 “二六政 

变”后，并未与国民政府之政制统一。其时，龙云、胡若愚、张汝骥实力相当，为平衡起 

见，决议废除省长制而采合议制，推唐继尧为总裁；后又改行委员制，在委员中选推 1人为 

主席 ，胡、龙两人均先后被推任主席职。此即龙云所谓 “民国十八年以前，本省行政机构 

未臻完全，意志未能统一”之情态。时至 1929年8月 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 《云南 

省政府组织令》，改组云南省政府，云南省府之政制始告统一：“照中央规定，彻底改组省 

政府”。② 此次改组云南省政府组织之具体情况如下：裁原设之军政厅，归并于1928年成立 

的主管云南省军事的总指挥部；改交通厅为建设厅；改外交厅为外交部驻滇办事员；裁司法 

厅，并改高等审、检两厅为高等法院；裁废各道尹；依组织法第八条，设秘书处、民政厅、 

教育厅、建设厅；中问曾一度增设农矿厅，后仍归并建设厅等。同时，废除道制，各县直隶 

于省府，县政府之组织依县政府组织法办理。⑧ 自此，云南省政府按照国民政府中央法令， 

实行了与全国政制统一的省县制。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为进一步改革省制，推出省政府 

合署办公制度。云南省政府接到国民政府颁发的 《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后，“当即筹 

议改建公署”，并决定 “组织建筑委员会主持办理，以各厅厅长为委员，建设厅长为主任委 

员”，表示 “省府合署办公原为力谋地方行政效率之增进⋯⋯其规程已奉行政院规定公布， 

本省自应遵办，一俟新署建筑竣工，即当遵照规程，切实改组”。④ 同时，还根据南京国民 

政府中央政令，将原有的宁江、梁河、盈江、莲山、陇川、瑞丽、潞西、泸水、德钦、福贡、 

碧江、贡山、龙武、宁蒗、沧源 15个行政委员会改为设治局，以为设县之基。⑤ 上述举措， 

均是云南地方实力派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统合地方政制之举，体现了与全国政制的同一性。 

但是，在保持与国民政府中央政制一致的同时，云南地方实力派也根据地方情况，创设 

了一些具有地域特征的地方行政机构。龙云认为：“我国区域辽阔，各地环境互殊，民俗不 

同，在国家一贯施政方针之下，其进程或有不齐，果能因势而利导，必也殊途而同归。”⑥ 

云南边疆是国防重地，但边民文化较低，“言语风俗习惯又因种族各别而不同”。故云南省 

政府认为：“对边务之一切措施，不能不就地方特殊情形，因缘为制，以期抚绥边氓、倾心 

① 许公武：《调整边政机构之拟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 

② 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编 《总述 ·提要》；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 

编：《云南行政纪实》第1编 《总述 ·省政府之组织系统及沿革》。 

⑧ 参见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编 《总述一 ·省政府之组织系统及沿 

革》。 

④ 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编 《总述二 ·省政府合署办公之计划》。 

⑤ 参见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1编 《民政 ·建制 ·沿革》。 

⑥ 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编 《总述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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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附，然后徐图开发，用以巩固国防。”① 源此思维，1929年云南省政府在遵照中央废除道 

制、实行省县制之政令的同时，仍以 “西南沿边，各属区域辽阔，交通不便，且界连越缅， 

边防、外交关系綦重，废道后实有另设高级行政机关整饬督率之必要”为由，决定在原腾 

冲、宁洱 (普洱)两道尹驻地改设第一、第二殖边督办公署。② 两殖边督署职掌 “监督沿 

边各属，专办边务事项”。第一殖边督办公署辖中甸、维西、兰坪、腾冲、龙陵、镇康 6 

县，阿墩、菖蒲桶、知子罗、上帕、泸水、干崖、盏达、陇川、芒遮板、猛卯 10行政区， 

并且其附近之丽江、剑川、云龙、保山、顺宁5县如遇关防与殖边事务，亦得直接指挥。第 

二殖边督办公署辖双江、澜沧、车里、五福、佛海、镇越、宁洱、思茅、六顺、普文、江城 

11县，临江、勐丁2行政区。③ 同时，仍保留清末光绪年间所设的办理中越国防与外交事 

务之河口与麻栗坡两对汛督办，并在废除道制后，改其直隶于云南省政府。④ 此时，元末明 

初开始设立的土司制度仍然继续存在。至 1939年，云南全省还有土司 102处。⑤ 这些具有 

地方特色之行政机构及原有边疆政制的创设或保留，也是云南省政府治理边疆的重要依托。 

边疆治理是政府在民众认同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有效管理之行为，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 

开发、文化教育诸多范畴，多通过具体政策表现出来。但是，“政策能否贯彻，建设能否完 

成，都以机构是否健全为断”，行政机构之设置，实对边疆治理影响极大，且 “涉及政治制 

度的问题”。⑥ 因此，观察行政机构之设施 ，实是考察边疆治理的重要一环。云南地方实力 

派所创设的一些具有边疆地方特色的机构，如殖边督办与对汛督办，客观上对维护边疆利益 

也起到了积极作用。Cz) 

三、国家认同与社会政治的非序化：非常态场景下的地方边疆治理 

“边疆问题是省政问题，其实还是整个国家问题。”⑧ 边疆治理之成败，实与国家发展 

关系密切。在民族国家视野之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将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中央权威不足，加以日本入侵，巩固统治根基与因应 日寇侵略成为其 

最急迫的问题，故从实用主义出发，边疆治理在其政治视野中仅居边缘性地位。⑨ 而边疆地 

① 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2编 《边务 ·提要》。 

② 参见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2编 《边务 ·设置第一第二两殖边督办署》。 

③ 参见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 

1985年印，第 1113—1115页。 

④ 参见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2编 《边务 ·河口麻栗坡两对汛督办》。 

⑤ 参见云南省民政厅：《内政部渝民字第二。七二号咨开》(1939年10月1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 

全宗 11，目录 8，卷26。 

⑥ 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 

⑦ 第一、第二殖边督办，河 口与麻栗坡两对汛督办 ，对开发与建设边疆 ，都起到过积极作用。参见 

陈国保：《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陈元惠：《从国防 

与外交机构到特别行政区——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的设立与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 

2期。 

⑧ 社论：《云南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10月14日。 

⑨ 参见段金生：《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思想战线》2011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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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行政权多被地方实力派实际掌握，边疆地方政府担负着边疆治理的最直接责任。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的云南，在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地位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① 抗战爆发后云 

南成为大后方，故其边疆治理问题，不仅关系国防与外交，而且对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亦具重 

要意义。 

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边疆治理之探讨 ，须置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的视野下考察。伴随西 

方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扩展，形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也逐渐东移，并深远地影响着中国 

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在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视野在近代与西方民族国家疆域思维相遇，在 

力量与思维的激烈碰撞中，传统王朝国家的理想化疆域思维逐渐被民族国家的科学化、精准 

化之疆域认识所替代，开始向明确的国家主权、疆域、边界思维转变。② 这一转变并非和风 

细雨，是在阵痛中开始的。 

民国时期边疆在西方列强的侵掠下有分裂之危机，并且旧的中央权威被颠覆了，新的中 

央权威的构建却举步维艰 ，地方实力派兴起争雄，呈现出政治区域化之场景，更使边疆问题 

日趋复杂。然而边疆各地方实力派的国家认同大都不容置疑，虽谋求割据称雄一隅，但鲜有 

分裂的图谋。云南地方实力派的边疆治理，也处于这一复杂的社会政治场景之中。 

虽然龙云等新一代地方实力派排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对云南政务的干预，但其思想 

上对国家统一是认同的。龙云在 《云南行政纪实》所作序中，首先言 “滇位中国边陲”，虽 

是一句简单的描绘云南地理方位之语，但其中蕴含了云南系中国疆域之一部分的思维；继言 

“以菲材谬膺疆寄，自受命以还，朝乾夕惕，不怕宁居”，此语则表现其自认为系边疆之一 

吏；再言 “缅思国父革命建国之遗训，委座立民兴邦之宏规，际此大时代旋转变化之会， 

当此西南国防紧要之冲前乎，无所因旁乎，无所恃凛于职责之钜，一惟秉承中枢，恪遵国 

策，服膺领袖，期守成统一之大业，庶乎根本强而枝叶自茂”，此则表现出对国民政府中央 

权威的认同与理解；故进而表示 “苟有福于国家，利于人民者，莫不竭力以趋赴之”，除却 

其冠冕堂皇的语境外，表露出其对国家命运的关注。③ 1929年新改组的云南省政府委员会， 

在其就职宣言中有 “云南省政府溯 自奉命组织成立⋯⋯当省政丕变之余，在事同人躬自淬 

砺，服膺党义”④ 诸语，其实也表现了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国家认同意识。正如有学者指出： 

“近代由民族主义激发的追求国家统一乃时人一普遍心理，地处边远之云南亦不例外”，龙 

云地方政权对国民党统一势力是追随的。⑤ 笔者也认为：“民国地方主义实力派的存在是民 

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产物，他们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的政治 

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表面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 目 

标也是民族国家。”⑥ 云南地方实力派对边疆的治理，是在国家认同观念下的区域具体治理 

① 

5期。 

② 

③ 

④ 

宣言》。 

参见段金生、郭飞平：《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 

参见段金生：《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 

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编 《总述 ·序》。 

参见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编 《总述 ·云南省政府委员会改组就职 

⑤ 陈征平：《近代民族主义与龙云地方 “独立”政权》，《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 

⑥ 段金生、郭飞平：《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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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应理性分析。 

近代，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面临着紧迫的危机：“清季国势凌夷，外交失败，木邦、孟 

养，缅甸被吞并于英⋯⋯某方虽属盟邦，然一度嚣尘之江心坡有片马问题尚未解决，而诱为 

腾龙沿边山头青年听其组织指挥之侵略思想，又复热烈。”① 在此形态下，云南地方实力派 

的国家认同观念，其意义不言而明。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政权虽然逐步控制了甘肃，但对宁马、青马及新疆军阀， 
一 时却力所未及。西南边疆亦是如此，虽然 1935年蒋介石解决了贵州地方势力，并将中央 

力量渗入四川，但川系地方势力仍然存在，而云南更是基本维持了原来状态。中央权威指导 

地方政治，本是常态社会政治秩序中的自然景象，但国民党政权高层内部权争激烈，对地方 

社会控制无力，地方实力派对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为了寻求一个维持统治的合理与合法 

性基础。云南地方实力派即是其中之一。因此，龙云对蒋介石 1935年在贵州假途掌政的行 

为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心理。而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国民政府势力从政治、军事、文 

化诸多层面不断向云南渗透，双方矛盾更形尖锐，时有对峙情形发生，1945年昆明事变的 

发生即是中央权威与云南地方矛盾长期累积并激化的结果。由于中央权威与地方政治的这种 

复杂形态，使双方均无力也无法完全集中于边疆治理，云南边疆的诸多问题 自然受到影响： 

“云南本身之成为边疆问题，已数千年矣。较远者，如楚威王使将军庄足乔将兵略地定滇⋯⋯ 

民国初年，虽当变乱之后，而柯树勋、徐为光辈，仍不断进行边疆建设工作。但此数千年之 

工作 ，并未将本省边疆问题完全解决，而仅将边地之大部，由内而外，逐渐开化，使成为内 

地。迄至今 日，本省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之地区，亟待继续建设。”②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这 
一 状况，虽是历史上诸多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但与这一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的复杂博弈不 

无关系。 

理想状态的边疆治理，是常态社会秩序下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的平衡、合理分配。当 

时，已有论者认为云南边疆问题之解决，应由中央与地方协同办理：“由中央政府以国家力 

量负责办理，‘省政府 ’只能负向导协助的责任，尤其是在财政改制，省财政窘迫穷戚的今 

天”；“今后只有以国家力量，消融种族成见，为一切边疆民族谋共同的福利。边疆问题的 

解决 ，此实为第一要图”。③ 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不足，地方实 

力派崛起并呈现政治区域化的景象，云南地方实力派在治理云南边疆的过程中虽然表面上 

亦尊崇中央政令 、实行全国统一的省县制，但具体施治过程对中央权威多有抵触，这一论 

者的理想治理模式 自无实现之可能。其时，还有论者要求按近代的 “计划政治”模式来开 

发边疆 ：“计划政治为现代政治史上的新措施，在往昔专制封建时代 ，政治 目的只在消极 

的安定社会，休养生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还是儒家的政治思想。近代政治 ，随 

科学之进化而进步，政治 目的已由消极的安定民生，进而为积极增进人民幸福，在此种 目 

的下，政治工作就需要以人民福利为前提的工作计划。”④ 显然，此论在当时的局面下，自 

属奢谈。 

① 杨履中：《云南边疆建设之必要性》，《民日报》1946年5月5日。 

② 杨履中：《云南边疆建设之必要性》，《民日报》1946年5月5日。 

③ 社论：《云南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 10月14日。 

④ 社论：《为省政三年计划进一言》，《云南日报》194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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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是国家政治内容的重要一环，尤其在民族国家的构筑进程中，边疆之离失或变 

化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走向联系密切。① 抗战爆发后，西南边疆地位上升，有评论认为： 

“抗战期间，由于战局影响，西南边疆，骤形重要，惟一切努力，大部限于军事需要，对于 

政治，文化，经济，教育，诸端实犹有待于今后的努力。”② 此语既体现了边疆地区对抵抗 

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疆域完整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治理的非正常 

形态，即此时的边疆治理不是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下政府的长远规划，而是危机下的具体因 

应之策。民国政府的边疆治理，虽体现了符合社会发展走向的一面，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外 

诸多因素的客观制约，远难达到理想的目标。正如时论所言：“中国自近百年来外交失败， 

边疆 日感千里以至藩篱尽撤门户大开；全国上下，虽竞言开发边疆，而开边大业，始终停滞 

在理论阶段，主要原因，即在于政府未能专注全力，巩固疆囤。”③ “政府未能专注全力”， 

其因素多多，但中央权威不足与政治区域化的存在，应是其中之一。云南地方实力派的边疆 

治理，也属于这一复杂的场景内容。 

客观而论，与北京政府时代地方主义偏离 “中央化”的倾向相比，④ 南京国民政府强 

化了在边疆地区的中央权威，对边疆地区的统合力有了增强，⑤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观念 

仍保持着较强的影响。但是，政治区域化的场景依然存在，并产生影响。云南地方政府的边 

疆治理行为，正是这一复杂面相的具体反映。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① 参见段金生：《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 (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 

察》，《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② 社论：《云南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10月14目。 

③ 社论：《云南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1O月14日。 

④ 参见杨天宏：《地方意识的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1O期。 

⑤ 参见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及其影响因素》，《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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